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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短缺是 COVID–19發生初期一個緊急而必須解決的問題。面對市場
失靈以及國家無法以層級方式進行動員，如何讓原先無法量產的臺灣口罩機生

產網絡快速動起來是解決疫情危機的重要關鍵。本文發現，政府附帶條件贈與

方案、產業公會主動介入、廠商網絡式生產的同理經驗以及緊急公衛危機的情

境壓力，共同創造了集體信任，不僅協助克服網絡重組過程的機會主義行為，

更讓「雜牌軍」轉變為「國家隊」，促成口罩機生產網絡的活化。此活化經驗

彰顯網絡生產協調的多樣性，國家與產業公會側重分散化的產業鑲嵌模式，也

可以促成網絡組織再造與產業制度變遷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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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挑戰口罩機增產任務

2019年底爆發了「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面對這個

嚴重威脅人類生命的病毒，世界各國啟動了各種防疫機制，例如要求民眾戴

上口罩、勤洗手，做好個人基本防護工作，或採取將染疫者隔離、進行社區

封鎖以限制人群移動等防堵傳染的措施。臺灣由於即時得知病毒在中國傳播

的訊息，是世界上最早實施邊境管制，同時也是少數能夠在短時間內提供足

夠口罩等全民防疫物資的國家。

口罩是防堵 COVID–19病毒擴散的重要物資，但在疫情爆發之初，世界

各國卻面臨嚴重短缺的問題，解決之道基本上就是向外採購或在國內製造。

例如加拿大沒有口罩生產設備等相關產業基礎，就得向國外購買口罩。美國

雖然有生產 N95口罩的設備，但平時都得向外採購才足以供應全國所需，中

國是主要的進口對象，遇到疫情就更需要增加採購的數量。然而，同樣遇到

疫情的口罩生產國家為了優先供應本國需求，便禁止口罩的出口，使得原先

通過自由市場機制運作的全球口罩供應鏈無法正常發揮作用，於是出現了斷

鏈危機（Gereffi, 2020；OECD, 2020）。能夠採取國內製造的方式來解決口罩短

缺的國家大部分集中在東亞地區，例如中國政府直接要求國內最大汽車廠比

亞迪調派三千多名工程師在一個月內建立口罩生產線，採取單一廠商垂直整

合的方式，快速達到所需要的生產規模，比亞迪因而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

口罩製造商（BYD Motors Inc., 2020）。臺灣也是透過自行製造解決口罩需求，

但以當時產業的規模而言，並沒有任何一家廠商有能力單獨達到滿足全臺需

求的任務，唯一寄望的是臺灣既有中小企業協力網絡的生產型態發揮作用。1

1  除了中國與臺灣，日本與韓國也是自行製造口罩，只是介入的方式各自不同。日本政府採取
的方案是提供補貼給現有口罩製造商，以此作為誘因來解決市場需求；另外也透過補助，促

使那些在中國進行生產的公司將產線遷回日本，或向東南亞地區發展（Tajitsu et al., 2020）。
韓國因為疫情前即能日產 1千萬片口罩，因此政府是透過協調市場供需價格，以及挹注 28
億韓元，促使現有尿布和濕紙巾廠商翻新生產設備，用來生產口罩的過濾層（Kang, 2020）。
但日本與韓國都沒有如中國和臺灣的政府一樣直接介入增產口罩生產設備的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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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在疫情爆發初期每天只有 188萬片的產能，並不足以因應突如其來

每日超過千萬片的大量需求，2020年 2月就因為口罩供應不足而出現民眾搶

購的「口罩之亂」。當時政府雖然鼓勵國內口罩廠商提高生產能量，但每一

台口罩機台的產量是固定的，若要擴大生產就必須增加口罩生產設備，於是

就需要設法在 40天內（3月中旬）增設 92條口罩生產線，才能達到日產能

1千萬片口罩的目標。

到了 4月份，臺灣每天已經可以生產 1千 8百萬片口罩，除了滿足全民

的防疫需求，還有餘力出口幫助其他的國家。當時由於口罩及時供應與其他

防疫措施得宜，臺灣成為 2020年世界上少數還能維持經濟正成長的國家

（Fernández-Villaverde and Jones, 2020）。學者指出臺灣口罩防疫政策成功的關

鍵因素，在於政府有效介入協調口罩原料、生產和分配的過程（Wang et al., 

2020；Yen, 2020），以及民眾願意配合佩戴口罩（Yeh and Cheng, 2020）。這

些文獻呈現政府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政策執行的結果，但是並沒有提供在

面對疫情的緊急狀態下，口罩機如何被增產以及最後達成目標的過程。

我們是在 2020年 9月 2日首次拜訪位於新北市五股山區的登興機械，2

它是上述增產口罩機的主要廠商，但當天我們卻迷路了，因為計程車的 google

導航無法精確定位，沿路都沒有指示的招牌也看不到門牌，連公司地址都是

用噴漆直接寫在牆上。一進入登興，映入眼簾的是略為狹小擁擠的陳舊廠

房，車間照明不足，零件擺放的位置只能說「亂中有序」，外人無法一目了

然，幾位老師傅正在一旁專心操作工具機，裁切組裝機台所需的零件。當我

們看到這樣的廠房與設備時，不禁好奇「在40天之內完成92台口罩機生產」

這件事怎麼可能辦得到？以當時臺灣只有三間中小型廠商的規模進行評估，

至少也需要半年的時間，即便有政府協助提供資源，但要在人手不足和原料

缺乏的情況下於 40天內如期增產並準時交貨，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

臺灣此次口罩機台增產任務能夠順利達標，媒體報導迅速成軍的「工具

機口罩國家隊」3無償提供足夠的技術人力，是完成任務的主要關鍵。然而這

2  本文受訪廠商與受訪者名稱都以匿名方式處理。
3  媒體通常使用「工具機口罩國家隊」、「工具機國家隊」、「口罩國家隊」這三種說法來描述
工具機業者組建團隊協助口罩機台的生產。為了行文一致，本文統一使用「工具機口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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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同工具機業者組成的生產團隊，過去並沒有生產過口罩機台，彼此之間

大多陌生且缺乏共事經驗，也從沒有接觸過口罩機生產廠商，也就是說，他

們的合作搭配，不是來自於過去長期互動所產生的信任關係，因此既有解釋

臺灣中小企業組織間運作的外包協力網絡觀點（陳介玄，1994；潘美玲、張

維安，2001），並無法套用在這次口罩機的增產任務上。事實上，媒體所謂

的由工具機廠商組成的「口罩國家隊」，一開始只是一批臨時組成的「雜牌

軍」人力，雖然決定這個國家隊任務成敗的關鍵有諸多因素，但這群來自不

同廠商、彼此陌生的異質行動者，若無法在短時間內建立信任一起共事，整

個口罩機的生產進度勢必受到重大影響。

COVID–19疫情的發生以及口罩短缺，構成一個緊急而必須被解決的問

題，雖然臺灣的解決方案與過程，承襲既有中小企業生產網絡的組織特色，

卻也同時呈現出其存在的限制與潛力。因此本文將從檢視現有文獻對於網絡

式生產論述的角度出發，探究臺灣「工具機口罩國家隊」的組成過程，以及

如何完成疫情下不可能任務的挑戰，藉此探討網絡如何在無法及時達成緊急

生產需求的情況下動起來，並與網絡治理的文獻進行對話。

貳、文獻探討：網絡治理與網絡活化

一、既非市場也非層級：網絡治理

主流經濟學預設個人理性與完全競爭的條件，市場成為最有效的經濟交

易方式，用價格來協調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供給與需求，以達到資源利用的極

大化。經濟學家 Ronald Coase則在 “The Nature of the Firm”這篇於 1937年發

表的論文中質問：如果市場可以有效率地協調經濟活動，為什麼我們還需要

像廠商這樣的組織存在？（Coase, 1937）其中關鍵就在於「交易成本」（trans-

action cost）。因為市場中的交易同樣需要付出成本，例如調查生產要素的價

格、監督交易雙方的誠信以及資產專用性（asset specificity）等問題，因此市

  家隊」。不過與既有媒體使用「國家隊」一詞不同的是，我們認為組成國家隊是一個必須被
解釋的過程，政府當時也只是生產網絡重組過程其中一個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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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並非達到經濟效率的萬靈丹。此外，人所擁有的理性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並且具有機會主義傾向，在只有少數人參與的非完全市場競爭

的情況下，就有可能導致市場失靈的現象。因此廠商組織的存在，就是利用

層級（hierarchy）治理，也就是行政命令的方式來降低市場中的交易成本，

回應市場失靈的解決方式（Williamson, 1975; 1981；North, 1990）。

雖然新制度經濟學提出交易成本概念，解釋了在市場之外廠商（也就是

層級組織）存在的原因，但經濟社會學者Mark Granovetter（1985）指出市場

與層級也無法實際說明發生在行動者之間的交易行為，因為人類的經濟行為

是鑲嵌在一連串持續互動的社會（人際）關係之中，而不是如主流經濟學宣

稱的受到自利動機驅使，而處於「低度社會化」（under-socialized），或是某些

社會學家所認定由社會規範控制的「過度社會化」（over-socialized）狀態。也

就是說，無論是處於市場或層級的狀態下，將行動者視為原子化的個人是犯

了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謬誤。因此 Granovetter提出「鑲嵌」（embeddedness）的

概念，強調社會關係對經濟行為可能產生的影響。後續的研究持續證明了鑲

嵌在網絡所產生的信任機制，是影響行動者選擇以及其經濟表現的重要因素

（Coleman, 1988；Portes and Sensenbrenner, 1993；Uzzi, 1996；DiMaggio and 

Louch, 1998）。

於是從鑲嵌概念的基礎上，Walter W. Powell（1990）指出網絡是存在於

市場與層級之外的組織治理形式（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處於網絡

結構內部的行動者是藉由長期水平互動、互惠互賴的合作模式建立彼此的信

任關係，其間蘊含的人情或默會知識無法透過經濟價格加以衡量計算。至於

面對違規者的監督與制裁，則傾向於用道德來規範而不會完全訴諸法律的方

式解決爭端。處在網絡結構中的組織邊界也比層級開放寬鬆，讓網絡中行動

者之間的資訊、人員與技術能夠交流互動，轉包、跨域結盟等向外展延也更

具彈性，而能夠迅速回應複雜多變的外在交易環境。這種既不是市場也不是

層級的網絡治理方式適合發展於強調在地知識、創新速度與市場不確定性高

的組織場域之中（Smith-Doerr and Powell, 2005）。4

4  21世紀興起的資本主義多樣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理論對於歐陸這種協調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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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網絡治理生產模式的概念，開啟了一波西方國家產業競爭力的組織

研究，德國、義大利、美國加州矽谷是幾個經常被提起能夠印證網絡生產模

式的成功案例（Piore and Sabel, 1984；Nohria and Eccles eds., 1992；Saxenian, 

1996），日本戰後的經濟成長，也是透過產業網絡組織的面向加以解釋（Smitka, 

1991；Lincoln and Gerlach, 2004）。同樣地，臺灣在戰後經濟發展過程中，這

種「小而美」網絡式組織模式所擁有的生產彈性、效率與技術學習，是讓臺

灣中小型廠商能夠在國際市場上與規模大廠競爭，從而取得利基的重要因素

（Shieh, 1992；陳介玄，1994；陳東升，2003；Shieh, 2015）。也就是說，鑲嵌

在臺灣分散式工業化（decentralized industrialization）生產體系之中的網絡組

織模式，是臺灣製造業競爭力的關鍵基礎（謝斐宇，2017）。5

然而在 COVID–19疫情期間，我們發現處在緊急公衛危機的極端情境

下，臺灣口罩機廠商既有的生產網絡並無法立即回應政府臨時且大量的採購

需求。面對既有網絡生產模式的限制，有必要進一步探討現有網絡無法處理

的情況，像是網絡規模的快速擴張，以及建立讓網絡可以持續發揮效力的條

件等問題，也就是從網絡如何進行重組與活化的方向著手。

二、網絡重組與活化：異質行動者問題

網絡作為有別於市場與層級的第三種交易治理方式，最大的特色在於長

期人際互動關係所形成的信任基礎，可以避免網絡內部成員的機會主義行

為，並達成生產彈性與效率的目標。正如上述，臺灣的口罩機產業在與疫情

賽跑的時間壓力下，無法馬上形成一個可以立即上線的生產網絡，應付來自

政府的採購急單。當這個原本即具有彈性的生產網絡處於極端情境而因應不

及時，要讓網絡快速動起來，就需要來自網絡外部資源的介入，也因此面臨

了與陌生外來者之間的信任關係如何建立的問題。以本文所探討的個案為

  （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的界定便是以關係性的網絡治理作為其運作的主要特徵（Hall 
and Soskice eds., 2001）。

5  除了組織層級的討論，網絡治理的概念也被應用到全球商品鏈與全球價值鏈，以及經濟地
理學的全球生產網絡觀點，探討生產全球化下，各地區的市場競爭優勢與價值鏈如何被治

理等問題（Gereffi, 1994；Gereffi et al., 2005；Coe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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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由於工具機生產團隊的協助，口罩機廠商得以及時補充技術人力而快速

增產，但這兩個過往沒有任何互動經驗的網絡如何開始接觸，並且在短時間

內協調彼此的行動進行合作，都不是網絡資源重組過程中理所當然的存在，

而是必須認真處理的課題。因為網絡成員之間的彼此信任，是讓網絡能夠維

持順利運轉的重要條件，一旦出現機會主義行為，便會造成互不信任的失序

結果（network contestation），最終將使網絡無法發揮其彈性的特質來面對市

場不確定性的挑戰（Schrank and Whitford, 2011）。

既有文獻已經注意到面對廠商機會主義行為而構成的網絡失序現象，也

提出各種解決的方案，例如訴諸產業公會、政府機構、合作聯盟或其他具有

公信力的單位，來協助仲裁處理產業內部的糾紛，並促進網絡成員互信規範

與制度的建立（Streeck and Schmitter, 1985；Sabel, 1994；Noble, 1998；鄭志

鵬，2011；謝斐宇，2019）。這些解方的特色是引入組織外部的協助，然而

互動的過程中，組織內外彼此的信任關係並非自然生成，要如何處理合作雙

方產生的磨擦和調適問題，上述文獻則尚未充分檢視。

要避免網絡重組帶來的失序危機，就必須回到如何解決異質行動者介入

網絡交易協調這個古典命題，其間涉及信任生產（production of trust）的機制。

Zucker（1986）在分析美國初期工業化時提到三種信任生產的來源：（ 1 ）以過

程為基礎（process-based），強調信任來自於過去重複互動的交易經驗，像是

社會聲譽與禮物交換；（ 2 ）以特質為基礎（characteristic-based），信任奠基在交

易雙方共有的特徵，像是家庭或族群背景；（ 3 ）以制度為基礎（institutional-

based），信任產生自社會的正式結構，例如職業的認證與公正的第三方組

織。6更具體來說，第二種信任是奠基於行動者身分的同質性，其餘兩種皆

涉及異質行動者如何解決交易過程的機會主義行為：第一種信任可以透過長

期交易形成的互惠連帶來促進、監督彼此合作，第三種則是藉由正式制度來

協助建立互不相識之行動者的信任關係。

臺灣口罩機與工具機業者共組的生產團隊因為臨時成軍的專案導向，成

6  在以上三種信任來源外，既有文獻還提出另外兩種基於利益計算與社會文化規範的信任形
式，只是這兩種低度社會化與過度社會化的類型都將行動者原子化，無助於解釋信任產生

的機制（Granovetter, 2017: 59–62, 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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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間沒有發展過程信任所需的時間，彼此也缺乏共享的特質連帶，因此這

個專案無法應用臺灣過往熟悉的中小企業彈性外包協力網絡觀點加以解釋

（陳介玄，1994；潘美玲、張維安，2001）。相對而言，面對全國疫情危機，

口罩機與工具機團隊必然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政府與產業公會在口罩機增

產過程中便扮演重要的角色，Zucker（1986）所提出的制度信任正是這些行

動者建立互信關係的過程中，跨越陌生社會團體距離的主要基礎。7

檢視戰後東亞國家經濟發展文獻，針對政府等正式組織如何介入產業運

作以回應市場失靈，主要區分成兩種類型：第一，以層級模式為主的古典發

展型國家理論，政府透過特定產業政策來治理市場，由上而下促進廠商生

產，以活絡市場交易活動為目標，例如提供補助金鼓勵企業去投資冷門或不

願涉足的領域，或是從中挑選贏家（Amsden, 1989；Wade, 1990）。第二種是

網絡式生產的觀點，強調廠商間的人際關係與鑲嵌結構便足以構成產業的競

爭力來源，政府因此不是主要的行動者（陳介玄，1994；趙蕙鈴，1995；潘

美玲、張維安，2001）。1990年代之後，學者開始注意到國家連結產業網絡

創造的正面效益，特別是一些後進國家的政府會透過與欲扶植的民間產業部

門發展合作關係以達成工業轉型的政策目標（Okimoto, 1990；Evans, 1995；

Amsden and Chu, 2003），遂將發展型國家理論帶入「鑲嵌自主」（embedded 

autonomy）的觀點，只是本質上這仍是一種由國家領導網絡的發展模式，特

別是針對新興工業國家如何發展的議題。

進入 21世紀，許多學者觀察到國家對於經濟發展所扮演的角色實際上

更加多元（李宗榮、施奕任，2009），如「發展型網絡國家」（developmental 

network state）（O’Riain, 2004）與「隱藏的發展型國家」（hidden developmental 

state）（Block, 2008）。這兩種觀點指出當代民主國家採取較為分散、隱蔽的運

作模式，在背後協調組織與財政資源，支持產業網絡整體技術學習、創新與

應用。8這種「政府作為一隻隱形之手」（the invisible hand of government）的

7  在Whom Can We Trust?一書中，Cook等人（2009）利用經驗資料對「誰可以信任」這個
問題進行的實證分析也呼應 Zucker（1986）對於制度信任可以降低合作風險的主張。

8  晚近的網絡治理文獻也提出「權力去集中化」的政治結構與分散化生產網絡在組織連結上
的親近性（Whitford and Schrank,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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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Block, 2011），在近期臺灣的產業研究中，解釋了政府設立的公共研發

機構與公私網絡協力合作所能達成的成果（謝斐宇，2019；劉清耿，2020）。

COVID–19疫情期間臺灣熔噴設備能夠國產化，公共研發機構與產業公會也

在促成中間部門廠商進行跨鏈創新的過程中扮演關鍵的角色（謝斐宇等，

2022）。

在本文案例中，臺灣政府介入口罩機台的生產，顯然沒有如中國一樣以

行政權威下令組成生產團隊，也沒有牽涉到如熔噴設備國產化的創新過程，

而是促進生產網絡的重組與活化，那麼臺灣的政府是在什麼情況下必須採用

「隱形之手」的方式才能解決問題？產業公會在其中又扮演什麼角色？當中

又透過哪些機制才能讓由異質行動者組成的網絡動起來？這些是本文要回答

的問題。

最後，雖然制度信任已成為當代工業社會處理異質複雜交易的主要機

制，但特定的情境壓力，會促使成員面對必須一起克服的外在環境，從而產

生共同體的感受，進一步影響網絡成員製造信任的過程，例如中國臺商是包

含多元產業組合的異質群體，因為處在中國共產黨政府的高風險經營環境，

促使這些異質行動者必須互相合作，進一步發展成互賴關係（Cheng, 2014: 

56–57）。面對此次 COVID–19帶來的生命威脅，也構成情境式信任（situa-

tional trust）產生的條件，從媒體既有的報導中，許多參與的成員都不約而

同地使用「防疫如同作戰」的比喻，這顯然構成了集體共感。

當然這種情境式信任有其制度基礎，正如組織研究分析策略性行動（stra-

tegic action）也強調行動者的行為是鑲嵌在制度環境中受其限制，但行動者也

會被制度賦權，進而有機會在對現狀做出主觀詮釋的同時創造出新的行為模

式，這也是制度變遷的重要來源（Giddens, 1984；Mahoney and Thelen, 2009；

Fligstein and McAdam, 2011；Scott, 2014），情境式信任也需要放在這種制度

與行動者能動性交織影響的脈絡下加以審視。換句話說，情境式信任既是伴

隨網絡生成的效果，同時也是動員網絡成員的主要因素。像 COVID–19疫情

這種緊急公衛危機，情境式信任會以何種形式產生，又如何作用到臺灣口罩

機與工具機生產團隊的異質網絡運作，也會是本文的分析重點。

總結來說，網絡重組及活化首要必須解決異質行動者的機會主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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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任建立的過程中，國家與公會這些第三方機構可以扮演重要角色，但以

正式組織介入網絡的方式卻存在不同的條件與選擇的可能性，加上 COVID–

19疫情這種極端罕見的狀態，以及隨之而來的情境壓力，這些情況的進展都

可能對當時臺灣口罩機的增產任務產生重要影響。接下來本文將以工具機口

罩國家隊的成軍過程為例，探討臺灣口罩機業者在疫情前月產量總共不到 5

台的情況下，如何在政府、產業公會與工具機團隊的協助下，於 40天內快速

生產出 92台口罩機以因應民眾對口罩的大量需求，這也凸顯出臺灣網絡生產

模式突破本身條件限制的潛力，以及臺灣社會韌性之所在。

參、研究方法

本文的資料來源，除了蒐集自 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國內外包括口罩

在內的個人防護設備（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物資生產的相關報導外， 

也在2020年7月至 2022年1月之間進行 19次的田野訪談，共訪談 31人次。

受訪對象有（ 1 ）廠商，包括不織布、防護衣、口罩機台、口罩、不織布熔噴機

等業者；（ 2 ）公會，包括協助口罩與口罩機生產的臺灣不織布工業同業公會與

臺灣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負責人；（ 3 ）政府官員，包括經濟部工業局

副局長、前工業局化工組組長，以及公共研發機構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

究所（以下簡稱紡綜所）多位技術人員。本文大多數訪談都是在受訪者的公

司、工廠或辦公室進行，地點則分布在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彰化縣、

臺南市、高雄市等地，訪談時間平均約 2至 2.5小時，其中作為工具機口罩

國家隊總指揮的大進科技因為重要性而進行二訪，以獲取並求證更多國家隊

成軍細節。表 1即是在文中有被引用訪談內容的受訪者名單，雖然大多數受

訪者姓名與受訪企業名稱都曾出現在媒體報導中，但本文仍決定匿名處理以

降低辨識率，盡可能維護受訪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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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出現在本文的受訪者名單

受訪者 單位職稱 訪談時間

A總 大進科技總經理（工具機） 2020.07.15

B經理 大進科技經理（工具機） 2020.08.05

C董 登興機械董事長（口罩機） 2020.09.02

D總 慶達機械總經理（口罩機） 2020.09.09

E官員 經濟部工業局官員 2020.10.05

F主任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產品部主任 2020.12.02

G理事長 時任不織布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口罩原料） 2021.03.26

H總 H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不織布） 2021.05.03

I獨董 H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不織布） 2021.05.03

J董╱理事長
J機械董事長（冷卻機）╱
　時任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2022.01.12

K總 K企業總經理（口罩商） 2022.01.13

肆、臺灣生產口罩機的條件與限制

一、臺灣口罩機台設備產業

㈠被中國贏者全拿的全球口罩機台市場
臺灣曾經是口罩和口罩機台的生產大國，但 2019年時，臺灣該年度從國

外進口的口罩數量卻高達 4億 3千萬片，其中 92.33%都是來自中國（映昕、

丁新一，2020）。由此可見，臺灣口罩製造產業在當時已經處於不具備國際競

爭力的式微狀態。口罩生產屬於技術成熟產業，平常若沒有疫情發生，就是

由供需決定價格的自由競爭市場，並牽動口罩機的生產供應鏈。如同先前臺

商前進中國設廠卻培養了一批在地的中資企業，逐漸取代臺商成為全球消費

市場的主要供應者（鄭志鵬，2016），西進的臺灣口罩機產業也遭遇到同樣

的情況，導致在 2020年初面對 COVID–19疫情時，臺灣只剩下三家中小企

業規模、仍有在生產口罩機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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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德機械是臺灣不織布口罩本體機最早的製造商，創立於 1989年，生產

各種用途的不織布機械，慶達機械（1998年成立）與登興機械（2003年成立） 

都是嘉德之前的員工出來自行創業。這些臺灣廠商生產的機械是以進軍國際

市場為目標，以三分之二、甚至是二分之一的價格和義大利、澳洲、美國與

日本等國的廠商競爭。慶達和嘉德分別在 1999和 2001年到中國東莞投資設

廠，此舉兼具製造成本和中國內需市場的考量（慶達 D總）。臺商當時的確

掌握口罩機的生產技術，並享有市場競爭的優勢，但歷經 2003年的 SARS、

2006年的禽流感與 2009年的H1N1新型流感流行後，中國廠商發現該產業有

利可圖而紛紛搶進，短期內就增加了 50多家，並以臺灣廠商價格的二分之

一，甚至三分之一進行搶單，臺灣的口罩機廠商失去商機，不再單獨生產口

罩機台而開始轉型，中國於是取代臺灣成為全球最大的口罩機生產基地（林

洧楨，2020）。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資料，2017年全世界的口罩有 41%是從中國

製造出口（OECD, 2020），一旦發生像是 COVID–19這樣緊急的公衛危機，

在中國限制口罩出口的情況下，各國口罩短缺便是可以預期的結果。即便美

國是世界第二大口罩出口國（占全球出口 18%）也難以倖免，必須再由外進

口才能補足國內需求。臺灣因為還有口罩製造與機器設備商，因此政府決定

依靠擴充口罩產能來因應防疫需求，增加口罩生產設備數量便是當時最迫切

需要解決的問題。

㈡努力求生的臺灣口罩機廠商
一套生產口罩的全自動設備，包含本體製造機和耳帶熔接機，技術門檻

並不高。中國透過臺商習得口罩機的製造技術，以價格優勢成為全球市場的

霸主。而臺灣的登興和慶達機械在價格上並無法與中國廠商競爭，之所以能

夠存活下來有三個主要的因素：第一，提升自動化設備的品質。登興的策略

在於能夠設計出使用較順暢及產量更高的全自動化口罩機。其負責人舉例

說：「在 2010年從中國回臺生產的一家知名的口罩廠商表示，中國製機台雖

然價格便宜，但不良率太高，噪音太大，員工操作起來各方面都很不適應，

因為之前沒有比較的對象，以為機器都是這樣，他們的員工操作都塞耳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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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們的設備進去，才覺得說怎麼差那麼多，後來就沒有人願意操作那個

噪音太大的設備，這家廠商才陸陸續續一直跟我們採購。」此外，登興也提

供本地客戶就近隨時解決問題的服務，因為口罩原料之一的不織布延展性

強，經驗豐富的老師傅擁有的調機能力，對於口罩生產良率的提升具有關鍵

的作用。

第二，採取市場區隔的策略。登興專攻內銷，兼顧售後服務，占有七成

的國內市場，慶達則是以海外銷售為主，每年營業額介於 1.2到 1.5億新臺幣

之間（D總）。慶達最主要的國際買主是美國的 3M，一台包括備品（機器的

零件）在內的口罩機採購價格可以高達 1千萬元。其負責人 D總表示：「因

為我 90%的客戶都是在國外，國外我賣了差不多 40多個國家，每個國家不

用每年買機器，只要偶爾一個國家跟我買個一台，或者買零件的話，我就有

辦法存活下去了。」自從接到國際大廠 3M9等高階口罩產線的訂單之後，因

為這些品牌大廠要求很高，產品品質、程式設計都要符合國際規格和安全規

範，能夠接到訂單就等於得到國際品質的認證，有利於全球業務的推展。

第三，生產設備的多角化經營。登興與慶達並不只有生產口罩機與耳帶

熔接機，還包括其他與不織布產品相關的機器設備，包括頭套製造機、手術

帽製造機、鞋套製造機、枕頭套製造機、頭靠墊製造機、拖把布╱擦拭布製

造機、CD與相簿套製造機、冰袋製造機、集塵袋製造機、不織布面膜機和

超音波縫綻機等。換句話說，口罩機製造只是這兩間廠商多元生產項目中的

一項業務，這也是面對中國低價競爭的因應策略：以多角化經營提高自身市

場存活率。10

雖然登興和慶達機械包辦了臺灣口罩機的市場，但這兩家廠商規模都不

大，口罩機生產也只占其業務一小部分，所占比例隨著當年是否有傳染病的

發生而有所波動。依我們訪談的時間點而言，慶達雇有 30名工人，一年可

9   3M是一間成立超過百年的美國跨國企業集團，在 1972年率先開發第一款 N95口罩。3M
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口罩供應商之一，也需要訂製口罩機，但生產採購基地大都已轉移至製

造成本較為低廉的地區，例如中國。

10   不僅是口罩機，受訪的口罩材料商—臺灣不織布大廠 H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也是靠多
角化經營（生產化妝品、面膜、紙尿褲、濕紙巾等）成為世界前二十大廠商（H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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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數十台的產能，一個月的產量大約在 3至 4台左右。登興則只有 20個工

人，平常沒有疫情時，一年頂多生產 10台口罩機台，等於有訂單才進行單

機組裝，因此廠內並沒有設置組裝機台的生產線。除了超音波等關鍵零組件

必須從德國進口之外，幾乎所有的口罩機零件都能在北臺灣的產業聚落找到

供應商。即便這兩間廠商產能規模很小，但由於還在持續生產口罩機台，當

臺灣需要自行製造口罩時，便能找到相對完整的口罩機設備供應鏈，這也是

為什麼登興和慶達在COVID–19疫情初期會被媒體稱為替臺灣留下技術「火

種」的主要原因。

二、臺灣構築口罩供應鏈的挑戰

㈠政府創造制度信任誘因：附帶條件式的贈與
在 COVID–19疫情發生前，根據工業局提供的資料，國內現有口罩廠商

每天平均可以生產 188萬片，其中 130萬片內銷，58萬片外銷；如果增聘人

力三班制生產，扣掉機器折舊率，一天產能最多能增至 400萬片，但仍未達

到政府在疫情期間預期每人兩天至少要有一片口罩的目標。亦即以臺灣 2千

3百萬人來預估，口罩至少需日產 1千萬片才能應付 2020年 2月 6日起的口

罩購買實名制所需。當時各國已陸續禁止口罩出口，因此 600萬片的缺額就

必須由國內廠商生產，以一台全新口罩機的日產能是 10萬片來計算，需要

60組機台才有辦法達成這個目標。工業局 E官員表示：「當時（經濟）部裡

交代工業局先撥款給口罩製造商買料買設備，不過那時不只口罩原材料價格

暴漲，機台也根本買不到。」

為了完成行政院訂定的 60台目標，經濟部最早思考的解決方案其實是由

政府「自購自產」：自己購買機器自己雇人生產；用最快速的行政效率生產出

能夠滿足國內民眾需求的口罩，而不是現在我們知道的組成「國家隊」的方

式。這就是新制度經濟學者Williamson所說以層級治理來處理市場失靈的問

題，也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由國家帶領的思維模式。後來政府考量到 2003年

的 SARS疫情在三個月內便獲得控制，在疫情通常「非常態化」的情況下，

擁有機台的公務機關其實也不知道日後應該如何處理、保存這些機器設備；

假使疫情常態化，政府作為一個生產者直接與其他廠商競爭，可能也會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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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爭利的問題，因此這個自購自產方案最後並沒有被採用（E官員）。

經濟部後來轉向尋求民間口罩業者的合作，但所面臨的問題是政府如何

說服口罩業者加入，11因為在 SARS期間口罩業者與政府有一段非常不愉快

的互動經驗。業者當初配合政府的要求擴大投資生產，但短暫的疫情再加上

後續《政府採購法》的最低標限制，使得政府原本承諾的公家採購無法兌現，

反而進口中國製低單價口罩，使得這些業者蒙受極大的損失。這次即便政府

願意承諾在 COVID–19期間以高於市價的價格採購口罩，12但業者擔憂如果

COVID–19也像 SARS的經驗一樣，那麼購買新機的投資將血本無歸，更何

況還有備料與雇工等問題（不織布公會G理事長）；此外，若口罩要被政府徵

收，廠商也會面臨失去原有國內外客戶的風險。2020年 2月初上述問題再度

重新上演，廠商的抗拒心態依舊明顯，一開始便不願意配合紡綜所的人員駐

點清查口罩生產庫存（F主任），因此如何與口罩業者重新建立信任關係，便

是 COVID–19疫情爆發之初政府的當務之急。

政府決定採取「附帶條件式的贈與」的方式，也就是由政府採購口罩機

台，提供給口罩業者生產，希望可以緩和彼此的緊張關係。這是不違反既有

法令，並結合《傳染病防治法》對於非常時期採購程序的變通規定，再搭配

《國有財產法》第 60條的內容，「在國內之國有財產，其贈與行為以動產為

限。……前項贈與辦法，由行政院定之」（全國法規資料庫，2018），所擬出

來的權宜方案。亦即，訂購一台口罩機 300萬元，雖由政府買單，但不是免

費贈送給口罩業者，而是有一定的附帶條件。首先，每一台口罩機總共至少

要生產出 500萬片口罩，其中 120萬片直接交給政府，因為當時口罩的徵用

價格一片是 2.5元，乘以 120萬片等於 300萬元，這便是政府向口罩機製造

11   韓國、日本與其國內口罩相關業者的互動並不順利。韓國因為政府的採購價格低於市場價
格，讓口罩生產廠商感到不滿，企業以停止生產來抵制政府的採購方案（Choi, 2020）。日
本政府則是透過提供補貼來誘使企業擴大口罩生產的供應，但企業的生產設備都已移至國

外製造成本較低的地區，而且如果 COVID–19疫情非常態化也將導致投資無法回本，因
此大多數企業對政府的補貼措施回應冷淡（日經中文網，2020）。

12   政府最後採購價格為一片 2.5元。民眾當時依口罩實名制購買一片 5元，疫情前市場價格
一片則不到 1元。不過不織布工會 G理事長表示當時中國市場上一片口罩價格為人民幣 4
元，大約新臺幣 19元，這是一筆龐大的機會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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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購買一台口罩機的費用。另外，口罩業者還要再多生產 380萬片，這部分

政府一樣用一片 2.5元向口罩廠購買。這些口罩機未來都不可擅自出口，以

備不時之需；如果要汰舊換新，也需要跟經濟部工業局報備。

在這樣的附帶條件下，如果機器順利運轉，業者無須出資便可在不到兩

個月的時間內獲得新機台，日後還可以用這台機器繼續生產販售口罩。這個

創新的制度誘因設計，不僅提高了口罩生產業者參與的意願，也讓他們願意

接受政府對於口罩的全面徵收。13更重要的是，這個附帶條件贈與方案凸顯

政府思維邏輯的改變，並不是以行政命令強迫廠商配合，或者用道德勸說號

召廠商志願加入，而是以協調獲取共識的方式介入口罩業者的生產網絡，並

藉此修補在 SARS期間與業者發生的衝突。也就是說，這次臺灣政府最後能

夠以互惠互賴的方式鑲嵌進到口罩生產供應鏈，是依據過去 SARS經驗修正

而來的結果。

經濟部在 2020年 2月 5日對外公布「遴選口罩生產廠商利用本部附條

件贈與之口罩生產機台生產口罩」辦法，2月 7日申請截止，2月 12日正式

公布 60條產線的遴選結果，由 15家口罩廠商出線，其中永猷、恒大、康匠

獲得最多的 10條產線，康那香、順易利獲得 5條，其餘還包括舜堡、加利、

宣德、格安德、麥迪康等。政府在 2月底又追加 32台口罩機，第二批共有

18家申請廠商獲得分配（邱莉燕，2020）。當 92（60+ 32）台口罩機分配完

成後，如何「增產」口罩機則是接下來的目標。

㈡「無法及時增產」的口罩機產業
當 2020年 1月 21日臺灣出現第一個 COVID–19確診案例時，即使是農

曆新年前夕，經濟部工業局也已開始透過紡綜所人員與口罩生產的相關廠商

進行聯繫，並確認各家產能，透過訪調發現還有嘉德、登興與慶達這三家仍

在生產口罩機的廠商。到了 1月 31日，經濟部部長便找了他們到紡綜所開

會，告知政府希望採購 60台口罩機，並請這三家廠商提出報價。由於嘉德

13   COVID–19疫情前，生產一片口罩的成本不到新台幣 1元，但疫情期間政府的徵收價是一
片 2.5元，已經幾乎「等於說你賣一片賺兩片」（I獨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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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沒有繼續經營自動化口罩機台的研發生產，無法符應政府要求的規格，

便主動退出生產行列，於是工業局便從原先規劃三家廠商平分的各 20台調

整為登興 40台與慶達 20台。這樣分配的原因，在於國內口罩生產業者使用

登興機器的比例較高，讓這些參與口罩國家隊的廠商使用原先熟悉的設備，

比較容易調機上手，並在最快時間內增產（大進科技 A總）。

疫情當下，機台價格已經水漲船高。一台口罩機原本定價大約在新臺幣

200–250萬元，價格視客戶要求的功能而有所差異，但 COVID–19疫情讓市

場最高可以喊價到一台 600萬元，大家都希望能夠插單、搶單，當時甚至半

夜都有人捧著大筆現金找廠商直接要購買口罩機（登興 C董）。14最後兩間

公司在協商之後跟政府報價一台都是新臺幣 300萬元，這是疫情前一台口罩

機 250萬元加價「兩成」之後的結果，這兩成包括利潤、員工加班費與供應

商可能調高的零件售價。政府考量市場需求遠大於供給，認為 300萬是合理

的價格，重點是在無須強制動用《傳染病防治法》的情況下，就能完成這個

高達 1.8億元的採購案。

其實早在2019年底臺灣剛傳出中國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毒消息的時

候，這兩家廠商就有增產的準備，開始向零件廠商增加訂貨，但並沒有預料

到要在一個月的時間內製造出 60台新機。當政府詢問時，登興 C董表示由

於政府一開始只有開口要 20台，所以就覺得可以盡力為之，結果因為嘉德退

出而變成 40台。慶達D總回憶當時的情況，以公司車間 16、17人的規模，

「就是大概是四、五十天能夠做多少，他（作者按：經濟部長）那時候講是

一個月，我說大概頂多做個 10台就差不多了吧……一個月 10台我就操爆了 

……一般都 3台而已啊，我已經膨風三倍了。」登興的規模在疫情初期其實比

慶達更小，一個月產量不到 1台，即便 C董用 H1N1全盛時期去預估可以達

到 10台以上，但離政府一個月 40台的目標仍有一大段距離，更不用說備料

也需要時間。承接政府的訂單，的確是一筆大生意，但同時也是基於善意，

兩家公司負責人在接受訪談時，都特別提到很心疼民眾排隊買口罩的事情。

14   當時登興和慶達與政府簽約的價格是一台 300萬元，但違約金並不高，只占採購價格的千
分之一，等於做不出來一台口罩機只需付給政府 3,000元的罰金，但這兩家廠商都沒有因
為罰款金額不高而違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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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心要做，但也只能做多少算多少，以當時的人力、物料、場地是無法

保證可以如期交貨的，幾乎可以說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A總；E官員；

J董）。因此，如何能夠讓這個網絡快速啟動，將是完成任務的關鍵。

伍、如何讓網絡動起來？ 
「工具機口罩國家隊」成軍過程分析

如上節所述，政府透過「附帶條件式的贈與」修補了與口罩廠商在 SARS

期間造成的信任危機，也開啟組成工具機口罩國家隊的契機。但以登興和慶

達當時的產能，要應付此次 COVID–19疫情所需的 92台口罩機仍差了一大

段距離，如何在 40天之內增產仍是口罩機設備業者有待解決的問題。政府

當時直接調派軍方人力支援口罩生產業者（魏茂國，2020: 59），但生產口罩

機設備的人力必須是專業的技術人員，因此無法比照辦理。從結果來看，工

具機廠商的人力支援是完成口罩機台任務的幕後功臣。但即使是透過網絡的

連結帶入外部援助人力，也不能就預設彼此必然能夠合作，保證生產網絡可

以順利運轉，也就是說雜牌軍不必然就能夠變成國家隊。為何最後是由工具

機業者挺身而出？這些工具機業者與口罩機廠商彼此陌生，派出的人力又是

如何在短時間內協商互動並產生信任？本節將呈現這個網絡連結的過程，並

從信任如何建立來說明網絡能夠快速動起來的機制。

一、政府與產業公會的水平協力鑲嵌

有關口罩機生產的人力問題，政府一開始也是希望能夠自行解決，當時

動員的專業人力分別來自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與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所等法人研究機構，這些機構的人員在 2020年 2月 6日

便已進駐登興與慶達這兩家口罩機台廠商，但是研發人員並不熟悉現場的生

產製作流程，一天最多也只能派出 20多人，15因此無法填補所需的人力。

台灣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 TMBA）的介入，就成為適時

15   由大進科技提供工具機口罩國家隊每日支援人力統計表計算得知。



網絡如何動起來？COVID–19疫情下臺灣口罩機生產網絡重組過程分析 19

補足專業人力缺口的重要關鍵。受訪的工業局 E官員描述 TMBA當時表達

願意協助政府的情況：

1月 30日我跟工具機公會的前任理事長通電話。我們就是在聊天

嘛，然後他說最近忙什麼，我說我們在處理口罩機台，他說如果

有需要他們可以幫忙。過了幾天之後，我們就覺得要找人手來幫

忙⋯⋯過去沈部長（經濟部）對於業界的這樣的一個互動大家是

很有互信基礎的，也都願意出來幫忙，也徵詢過一些工具機的前

輩的意見，大家都說這個好事應該來幫忙，啊就馬上就組隊了。

E官員這段話透露幾個重要訊息：第一，看似簡單的一通電話卻促成工具機

業者的介入，凸顯政府官員與產業公會幹部的人際關係是典型的跨機構網絡

連結特質；第二，政府無法獨力完成口罩機台的製作，需要找人幫忙；第

三，當時的政府官員16與工具機業界有良好的關係基礎，有需要時容易獲

得協助。

經濟部長在 2020年 2月 6日致電當時擔任 TMBA理事長的東信精密 J

董，17表示政府組裝口罩機需要專業人力的幫忙。當天下午，J董便與大進科

技18 A總以及TMBA其他常務理事一同前往位於五股的登興與鶯歌的慶達，

了解實際狀況及需求，並討論如何協助政府。7日早上 10點，部長便召集

TMBA前後任理事長以及慶達與登興的負責人到經濟部開會，討論如何以最

快的速度完成 60條口罩產線，當時兩家口罩設備廠商在會中提出除了缺料

外，也需要設備、配電、調機等各式技術人員。J董認為缺料和組裝的技術人

員都不是問題：「缺人我可以調人，找人來幫忙，（缺）料有什麼要加工的，

16   沈榮津在 2017年 9月擔任經濟部長之前是工業局局長，因為是基層公務員出身（從組
長、課長、科長到局長），與業界關係良好，有「臺灣牛」的稱號。之後因為傑出的防疫

表現於 2020年 6月 19日榮升行政院副院長，至 2023年 1月 31日卸任。
17   J董已於 2022年 10月 TMBA進行第六屆理監事改選時卸任理事長一職。
18   不同於臺灣中部是工具機產業大本營，大進廠址位在桃園平鎮，鄰近登興與慶達，因為地
利之便，一開始便成為 TMBA北部重要的連絡窗口，之後 A總更扮演工具機口罩國家隊
指揮官的角色，負責協調統合國家隊在登興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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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圖面給我們，我們幫你用。」對工具機業者來說，口罩機的技術屬於初階

製造，只要有圖面，快速增產並不是一個困難的任務。

但是臺灣有許多產業公會，為什麼是 TMBA挺身而出？就口罩機台的技

術特性而言，屬於機械產業的層次而沒有達到工具機的精密程度，當初（2020

年 1月底）經濟部也是先聯繫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 TAMI），19

登興與慶達也都是 TAMI會員。但 TAMI有 2,700多家會員，廠商組成過於

複雜多元，20對於政府的請求並未凝聚共識而沒有回應（J董）。由此可知，

即使是面對疫情的緊急狀態，政府對公會也不能採取上對下的行政權力，關

鍵在於公會本身的意願。

TMBA單一的會員結構，剛好與 TAMI形成對比。成立於 2007年的

TMBA，會員超過 700家，全部都是工具機及零組件業者，會員結構單純，

容易凝聚共識。再者，政府從 2016年起就推動許多企業智慧製造導入的計

畫，21工具機產業便是在此時開始與經濟部工業局有較密切的聯繫：

當時部長他也一直希望推動，把就是工具機業能夠朝向轉型的那

一塊，所以他一直 push工業局能夠要想辦法怎麼樣把這個帶動

起來，所以就會有一些專案，然後希望你來申請，他鼓勵你轉型 

⋯⋯透過智慧 A+計畫，然後透過 PMC（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來輔導、工研院來輔導，共同完成這些專案，不然我們跟政府一

直淵源都不深，因為他一直都沒有空理我們這種小產業，你不覺

得嗎？重視的都是那些電子業。（大進科技 B經理）

19   1948年成立，一開始名稱為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2013年 11月 1日才正式更名為臺
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20   TAMI成員包含工具機、塑膠機、包裝機、食品加工機、紡織機械、模具、木工機、製鞋
機械、機械零組件、流體機械等製造業。

21   經濟部在 2016年 7月開始實行「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國發會 5+ 2產業創新計畫的
一部分），希望能夠將臺灣打造成「亞洲高階製造中心」。工業局在 2017年於臺中工業區
成立「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並委託 PMC執行智機產業化推動計畫（推動智慧機上
盒），協助中小企業導入智慧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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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工具機產業出手幫助政府的背景是鑲嵌在先前的輔導轉型計

畫合作基礎之上。廠商與政府之間的互動，產生了人際的連結，平常就會相

互聯繫問候、流通訊息，因此就能解釋 TMBA主動表達願意幫忙政府的緣

起是經由私下互動而不是正式的公務行程。經由 TMBA的案例，我們發現

臺灣政府與產業公會所建立的關係，不論是婉拒政府的請求，或答應協助政

府，都屬於較為平等的協調互動，因此不會出現如中國的權威模式—政府

以行政權力直接命令比亞迪將汽車產線改成生產口罩的情況。也因為臺灣本

身是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結構，根本沒有任何一家工具機廠商的人力，可

以獨力承擔這次口罩機的製作任務，所以需要公會集體的力量。

福特工程師最多啊，幾千人幾萬人的嘛，你就挑多少人出來做嘛 

⋯⋯（在臺灣）你要去外面找這麼多專業工程師進來，不好找，

我開始想說你要找一百多個工程師，這麼很有經驗的，沒有一家

公司做得到，就像我帶十個人攻那個山頭，攻不了，後面是一百

多個人，才把這山頭拿下來。這個地方就真的是公會發揮了力量。

（大進科技 A總）

TMBA透過產業公會的平台，將 29間中小型的工具機廠商集結在一起

（魏茂國，2020: 159），並選擇以「自願無償」的方式共同協助口罩機廠商的

增產任務，22彰顯出政府、公會、工具機廠商之間水平鑲嵌的網絡關係，是

有別於市場與層級的治理模式。然而，口罩機廠商與工具機業者從未有過合

作經驗，如何在短時間內協調彼此行動便是這支臨時成軍的生產團隊最大的

考驗。

22   所有參與工具機口罩國家隊的成員並沒有接受政府的補助，每個人每日的薪資、加班費、
出差旅費都是由各家公司自行負擔，食宿則統一由公會處理（J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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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建口罩機台生產線

㈠生產團隊從臨時成軍到信任建構
正如先前所述，來協助的 TMBA原本的設想是提供技術人力幫忙組裝機

器，只要有機台圖面與 BOM表（bill of materials，物料清單）就可以解決。

大進A總表示：「本來我們剛開始很小看，那很簡單啊，我們常務理事幾個，

有我們兩三家夠了啦，人數也不多，應該是兩三家就把它搞定」，甚至可以拿

回自己的廠房組裝完成，為此 A總還事先準備好在桃園新屋閒置的廠房。

慶達的情況的確比較簡單，因為本身主要從事外銷，又是承接國際知名

品牌 3M的訂單，生產過程已經制度化，再加上只要生產 20台，安排人力支

援即可，最後就由 TMBA三家常務理事廠商派員進駐，由慶達 D總統一指

揮調度。但這個人力解決方案卻不適用於登興，因為登興在疫情前每個月做

不到 1台，沒有量產的生產規模就沒有圖面與 BOM表，也就無法如 A總一

開始所想像可以馬上易地重建，再加上登興分配到40台口罩機台，沒有「重

建口罩機台生產線」根本不可能達成快速增產的任務，因此解決該廠商的產

線問題是 TMBA首要挑戰。

沒有圖面與 BOM表，表面上是產業規模造成的，但背後還牽涉到增產

口罩機成員之間的信任問題。對登興這種小企業而言，面對來協助的陌生工

具機廠商，提供圖面與 BOM表就等於將公司的商業機密公開，萬一這些技

術知識流傳出去，在口罩機台價格因疫情水漲船高的情況下，可能會讓這些

廠商有機可乘，生意有被「整碗捧去」的風險，幾位受訪的工具機團隊成員

都表示在初期溝通時，信任還是一個需要處理的問題。時任 TMBA理事長

的 J董就半開玩笑地說：

欸，我們要去發誓欸，我說你放心，我們是幫忙政府，我們不會

去做你這個，我們做我們的本業就已經做得很辛苦了⋯⋯啊！當

然我有說一句說，我絕對我們這幾個不會，我們這些大間的不會

（作者按：TMBA常務理監事的公司），如果小間的我會盡量去控

制，我也不能發誓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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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 J董，負責協調整合登興現場工具機團隊成員的大進科技也再三保證不

會介入口罩機這個產業，希望能夠取得登興的信任，讓生產網絡可以動起

來。23建立信任關係不能只是口頭承諾而已，必須有實際行動來證明，這

從第一個禮拜（2020年 2月 10日至 2月 16日）大進與登興的互動便凸顯

了大進為了磨合雙方差異所做的努力。

首先是解決場地的問題。因為登興舊廠房狹小，不可能容納生產 40台口

罩機所需的設備、人員與零組件，即使另外找到一個較大的空間卻是百廢待

舉，大進 A總為了讓新廠能馬上運轉，2月 10日當天便請自己的協力廠商趕

工裝設空壓機與配電盤，完成所有的前置作業，2月 11日也才能開始摸索組

裝第一台口罩機。大進此舉贏得了登興初步的信任。另外，來支援的大進人

員一開始其實是帶著既有標準化工作流程的經驗來檢視登興的設備環境與運

作型態，但面對的卻是組裝工序、動線與模式都不清楚的情況，出現困惑、

混亂的情緒便可想而知，於是雙方開始調整心態。J董提到，不能用現在工

廠管理的思維去處理登興這間公司。登興 C董自己也明白，「觀念不一樣，想

法不一樣嘛，可能是製造的概念不一樣，因為我們的員工可能以前的生產量

沒有那麼大，所以說他的想法也不一樣。」因此大進科技的管理階層會先跟

派駐人員做過行前心理建設，不要帶著來輔導廠商的心態，要接受工作環境

現場的各種條件。B經理還特別交代公司這些年輕的工程師要向登興的老師

傅學習，必須要尊重他們的專業，「你們都先不要問為什麼，你先做，先跟著

他做，先看他怎麼做，然後他要你怎麼做你就跟著做，先不要問（老師傅） 

怎麼不改變，怎麼不換一個方式。」

相互理解的同理心，展現在協助設立新廠房以及由登興師傅為現場技術

主導上，而不是用國際大廠標準化流程的指導心態，奠定此次兩個異質產業

合作的基礎。以登興新廠的作業架構人員配置圖為例（請見圖 1），這是雙方

經過一個禮拜磨合後所發展出來的分工安排計畫，用來統籌整合來自不同公

司的工程師，也就是異質的行動者。每個工作站（方塊）都是由一位登興的

員工（甲乙丙丁戊五位師傅）與來支援的工具機廠商所組成，或是由大進廠

23   其實不只是口罩機廠，登興的配電供應商也會擔心生意是否會被搶走的問題（J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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鋁擠型組裝
甲師傅—兩間工具機

封板
甲師傅—兩間工具機

料架
大進廠長—
兩間工具機廠

小輸送帶
甲師傅—

一間工具機廠

大輸送帶
乙師傅—

三間工具機廠

主機
大進廠長—
五間工具機廠

單機調整
大進廠長—
五間工具機廠

夾送、邊帶
丙師傅—
五間工具機廠

耳帶機組裝
丁師傅—
三間工具機廠

單機調整
戊師傅—
六間工具機廠

圖 1：登興新廠作業架構人員配置圖

資料來源：大進科技提供，由作者重製。

長直接帶領。這個分工安排帶來的正面效果，呈現在這些登興老師傅們對支

援人員的稱讚，表示「與這些年輕人的互動以及講的話比跟他們自己的小孩

還多」（天下雜誌 video，2020）。24雙方培養出良好的互動模式，減少不同技

術層次廠商間的生產運作落差，以及要快速與陌生外來成員工作的摩擦。

「同理」並非只是消極地放下己見的態度，也表現在積極學習技術經驗

的面向。工具機團隊雖然從事高階的製造，但在時間緊迫的情況下仍需登興

現場的專業知識與技術指導，正如大進A總所說：「我們幫忙做 95%或 98%， 

2%、3%一定是登興的人才清楚。」這 2%～5%就是製造口罩機的關鍵所在，

這也是為什麼生產團隊需要在工作現場創造彼此合作信任基礎的原因：避免

網絡失序才能夠讓網絡動起來完成增產的任務。

經過一星期的摸索和磨合，第一台口罩機終於在 2020年 2月 16日完成

交機，但以這種速度不可能完成當初政府預期的目標。A總回想當時的情

境：「等到第七天（2月 16日），第一台交機完成之後，我記得那天晚上 11

24   出自天下雜誌 2020年 5月出版的「創罩奇機」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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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多，我就跟我們經理講說，這樣下去會搞死人，還有 60台，25你看一台就

搞這麼久喔！」於是，從完成第一台口罩機的過程中累積出來的經驗，大進協

助登興規劃優化的新廠工作區配置圖（請見圖 2）。也就是說，這個分站生產

過程都不是事先規劃，而是在現場經過一星期的實作臨機應變架設出來的，

A總向我們描述當時的場景：

我就講說這樣會搞死，我一兩台就可以給你，因為我們沒有 BOM

表，這是最大的致命傷，我們只能臨機應變。那天（2月 16日） 

晚上，就要大家（再）把這個機台拆開來一組一組放到那邊，後

面來的人，看到那個就會裝了，三百坪的廠房就攤開來了嘛。開

始去⋯⋯沒有椅子，我們自己拉電，自己拉 AR⋯⋯一堆檯面上

都是大家包包，後來我就買了架子鐵架給大家放東西。我對裡面

回收區

物料暫放區

鋁擠型
組裝區

小輸送帶
組裝區

輸送帶
組裝區

料架
組裝區

主機
組裝區 耳帶機

組裝區

封板組裝區 夾送裝置區 邊帶裝置區

第四主線

測試區

第三主線

測試區

第二主線

測試區

第一主線

測試區

圖 2：登興新廠工作區配置圖

資料來源：大進科技提供，由作者重製。

25   後來政府在 2月底又追加 32台口罩機，登興最後分配到生產 60（40+20）台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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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程師講說，要怎麼分站，他們最懂，我不是抱著說來指導他

們，他們的專業用上我們的管理，就把一台機器分一分。

登興新廠的工作流水線配置，也就是圖 1與圖 2，已經是工具機業者基

本的工作模式。根據大進 B經理的描述：「我們現場都是模組化，一個模組

一個模組化的生產，套用到這個小型的工廠是一樣的，譬如說，做完第一條

線之後，我們就會去分配我們的工作站，每一站每一站是做什麼樣的工作，

然後測試區出完之後，因為進料就從這裡跑，然後等一下測試就裝到這裡，

然後整個測試完之後就出去了。」這兩張圖將登興從原本「校長兼撞鐘」的

土法煉鋼方式提升到現代化經營管理模式，而工作流程、物料庫存與人員配

置的系統化正是量產的基本條件，及時解決了增產的問題。於此同時，登興

新廠也在廠房內部正式掛上了嶄新的公司招牌，而不再只是以往將公司地址

寫在牆壁上的企業。

有了作業架構人員配置圖與工作區配置圖之後，口罩機台的生產才在 2

月17日正式進入「模組化」量產的生產線階段，整個生產流程已從原本的「游

擊戰」變成「系統戰」，工具機同業支援人數也從最早的 13人躍升到 73人，

機台產量也跟著快速提升，這是讓政府有信心在2月底馬上追加32台的原因。 

生產流程的模組化也讓後續加入的工具機廠商人員，有了一起共事的標準。

機台開始量產之後，卻又暴露出登興原有的零件及物料供應鏈生產能力不足

的問題，也就是說整個生產過程可能因為供應鏈缺料而停頓。於是在工具機

團隊的要求之下，工業局 E官員在 2月 25日開始介入協調處理，才確保現

場不會發生無料可做的情況。在此，政府官員是受工具機團隊的請託，以買

主的角色居間協調維持供應鏈順利運作，而不是以權威的命令直接指揮機台

的生產。也就是說，政府是以協力者的方式參與網絡，讓機台的生產能夠按

照預訂的進度完成，不會因為物料缺乏而產生網絡應對不及的失靈現象。

㈡情境式信任：成為「國家隊」的趕工遊戲
隨著口罩機台開始進入量產階段，雖然不確定是否能夠在限期內達成任

務，政府已經在 2020年 2月 17日就透過媒體，感謝工具機生產團隊協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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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口罩國家隊」，此後這個稱號便成為臺灣此次抗疫的重要關鍵詞。

「國家隊」的稱號有其提振士氣、鼓舞人心的目的，但與當時現場的實

際情況有所差距。工具機生產團隊是由 29間廠商所組成，不僅各自占據供應

鏈不同位置，有些整機廠甚至彼此還是競爭關係，公司的組織文化也各有差

異；這些廠商在 40天內共支援了 3,241人次，最高的記錄是在登興廠內有將

近 150名工程師同時工作。這麼多的廠商與工程師並非一開始就是「國家隊」 

的狀態，他們如何發揮戰力，及時生產出 92台口罩機，也不能只用透過媒體

效應一詞簡單帶過。當時負責協調指揮的大進 A總指出問題的關鍵：「那麼

大團體異業合作搭配和氣那不可能，違反人性……怎麼在不可能的情況下，

你怎麼讓大家一起完成這件事情，你這樣想會比較實際啦！」也就是說，必

須進一步去探究工具機生產團隊內部運作的過程，才能夠掌握來自各方的雜

牌軍如何轉變成國家隊的機制。

在本文的訪談過程中，許多生產團隊成員都表示「大家都是來做志工

的」。「志工」在臺灣的語境意味著不計較酬勞、不爭取排名，大家在彼此同

理的情況下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努力。但大家都隸屬於不同公司，而且互

不認識，這種志工心態是怎麼出現的？以最早支援登興的工具機大廠大進科

技為例，派來的員工是透過行前教育，告知這次任務主要目的是要幫助國家

與人民，也是為自己解決困難，而不是要去幫口罩機工廠賺錢：「我說我們

是去打仗的……防疫如同作戰，我們不是為部長，也不是為我，總經理叫我

做什麼工作，我們為老百姓，、為我們家人，把口罩做出來。」（A總）也

就是說，這種行前教育有助於將原來是由個別工具機廠商雇用的工程師身分

切換成志工的角色，進而緩解共事成員可能因彼此的本位主義而產生的互動

摩擦問題。

但是志工的自願性質也有可能如一盤散沙般地各自為政，到底要聽從哪

邊的指揮？如何能夠驅動合作進行有效率的生產，是當時工具機生產團隊運

作過程的另一項考驗。負責現場任務調配的大進 B經理說明處理這個情況的

方式：

我們就去怎麼樣去拆解整個口罩機的結構圖，然後我們去把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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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最主要的幾個部分，然後我們也分析了我們這些支援的公司，

是設備廠、零件廠，他們的特質、他們的專長，然後我們把它做

了一個分配，那在那天開會，再讓這些老闆用認養的方式，因為

同樣是做志工，我們沒有辦法要求你，所以認養有一個道理就是

說，你就是要完成這個工作，你就是要認這個工作。每一家公司

派來的支援的人，我們都請他選一個 leader，我們在裡面，譬如

說你派四個其中有一個就是 leader，那個 leader我們很重要，我

們有做一個管理的機制，我們也訂定了一個相關的辦法，關於現

場的安全、工作的要素。

透過上述這個過程，大進先將前來支援的工具機業者及其人力進行盤點分

類，以利後續的工作分配；其次，因為大家都是來幫忙的志工，彼此都是平

等的，大進因而採取廠商各自認領而不是直接指揮的方式來分配工作，期待

廠商可以主動完成交付的任務。此外，現場也透過「進度管理的機制」，試

圖激發成員的積極性，以利目標的達成。

首先，透過每家公司選出的組長扮演訊息傳達的窗口。每天早上九點開

早會，討論預期進度及回報問題，也會公布前一天每站的工作進度，如果達

成了就以黃色標示，如果沒有達成就以綠色標示，代表你臉都綠了，紅色則

代表缺料，就必須趕緊去追料。這種安排表面上是一種工作流程進度的控

管，同時也塑造了一種「輸人不輸陣」的氛圍，誰超前誰落後誰拖了團隊的

進度，透過顏色一目了然。這個結果以及各公司人員的出席狀況，每天都會

公布在所有參與廠商的 LINE群組中，也就是說這些來參與的公司老闆們，

都會同步接收到這些訊息。如此一來，這就變成是公司的「面子」問題，團

隊工作落後就等於損傷公司的名譽。

其次，B經理還要求所有支援人員都必須穿著公司的制服，除了容易辨

識與進行人員分流外，自然也激發各組（各站）代表自己的公司，產生相互

較勁的團隊榮譽感。除了生產速度上的競爭，連公司老闆探班時帶來的點心

與飲料也加入相互較勁的項目（慶達 D總）。工具機團隊從上到下都加入了

這場工作進度的較勁，包括慶達與登興也不例外。所有在現場的人員雖然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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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作超過 12個小時，但士氣高昂，有些員工連原本抽菸休息的時間都省

下來了，工作認真的程度比在自己的工廠還要高，也有廠商表示還要再增派

員工來幫忙。

上述這種車間內的相互較勁、希望自己不落人後的心理如同 Michael 

Burawoy（1979）在 Manufacturing Consent一書中所描述的「趕工遊戲」：

工人努力工作並不是因為資本家的壓迫，而是對於勞動過程的一種志願性服

從。只是 Burawoy論述趕工遊戲的驅動機制是基於「計件制」這種工資計算

方式，讓工人從超額生產中獲得「樂趣」，甚至得到成就感。不過如前所述，

工具機團隊成員只領自己原本公司的薪資，是無償參與這項任務，促使他們

甘願趕工的動機除了來自工作流程中的相互較勁之外，也包括逐漸發展出來

的「榮譽感」。登興 C董說：

滿街都看到在排隊買口罩⋯⋯你會覺得說你應該要趕快去完成這

個任務啦，可能一個人有感覺，兩個人有感覺，慢慢整個團隊就

都有這種感覺，有這個企圖心想要趕快把這個任務完成，而且看

那時候，沈部長也幾乎每個禮拜來好幾次，也就是說他也很用心

地在處理這件事情⋯⋯而且很平民化，就是跟這些員工打成一

片。然後慢慢這些員工也變成覺得說，部長都這樣子做了，我們

怎麼好意思怎樣，慢慢向心力越來越強，然後後來又在那個媒體

各方面在報導國家隊這個成立，變成說來這裡工作的人變成慢慢

有那種榮譽感。

亦即構成團隊成員進行趕工遊戲的機制，除了來自工作現場當中「輸人不輸

陣」的氛圍，也建立在協助解決「口罩之亂」的榮譽感，特別是當自己參與

的成果有被大眾看見並獲得感激回饋的時候，這種榮譽感具有莫大的激勵作

用。這回饋展現在許多國小學生自動自發寫信給工具機口罩國家隊，感謝這

群英雄保護了臺灣人民的安全（大進 B經理），登興機械旁邊的家具工廠也

自發性地做了「感謝防疫人員！您辛苦了」的海報向工具機口罩國家隊致敬

（請見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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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登興工廠附近店家自發性的感謝標語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總結來說，COVID–19這種全球緊急公衛事件，讓臺灣出現口罩短缺的

危機，並促使工具機廠商和派來支援的人員產生國難當前、「防疫如同作戰」

的集體意識。「口罩國家隊」稱號背後代表的榮譽感，的確是工具機生產團

隊成員甘願趕工的重要動力，也有助於打造集體信任的氛圍，但同時也不能

忽略統合這群工程師志工進行有效率生產背後的管理機制，兩者相互交織才

得以共構出國家隊成員在生產現場的真正樣貌。在此需要強調的是，讓現場

管理機制得以運作的集體信任，並不是來自於既有網絡研究文獻所強調的長

期人際互動關係，也不只是國家與公會介入的制度鑲嵌，更包含疫情緊急狀

態下產生的「情境式信任」，才將這些異質跨域的行動者以「國家隊」之名

整合在一起，讓口罩機生產網絡順利動起來。

陸、結論：網絡重組活化與生產協調多樣性

臺灣此次生產防疫物資成功的基礎，除了參照 2003年的 SARS 經驗外，

能夠「及時」生產出 92台口罩機，供應民眾足夠的口罩佩戴需求也是關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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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及時」意味著面對來勢洶洶的 COVID–19病毒，各國必須快速準備好口

罩等個人防護設備以因應疫情的挑戰，越早完成構築隔絕病毒擴散的防線，

就越能有效地拯救人命。世界各國對於個人防護設備的防疫物質大多採取採

購的市場模式，只有幾個東亞國家自己製造生產以滿足國內消費的需求，特

別是在疫情初期口罩全球供應鏈面臨斷鏈危機時，具有製造能力的國家就具

備回應危機的條件。本文所呈現的案例，雖然展現臺灣中小企業的網絡式生

產特色，但能夠有效率、同時有韌性地回應危機，並不是建立在既有研究強

調的長期人際連帶，而是在極短時間壓力下「形成可立即上線生產網絡」所

需的制度與情境式信任環境。

臺灣口罩機業者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之後只剩下屈指可數的幾家，雖然

登興與慶達願意承接政府的口罩機訂單，但在時間壓力下卻無法單獨因應這

種專案急單，必須向外尋求援助。與此同時，口罩業者在 SARS期間與政府

產生嫌隙，再加上臨時成軍的工具機口罩生產團隊也需要解決跨域異質行動

者的協調問題，以上這些情況如果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被妥善處理，「雜牌

軍」將無法變成「國家隊」，而會直接影響到口罩機增產專案的成敗。根據

本文分析，政府附帶條件贈與方案、產業公會主動介入、廠商網絡式生產的

同理經驗，以及緊急公衛危機的國家隊效應，共同創造了集體信任的氛圍，

奠定口罩機生產網絡重組活化與團隊趕工的基礎。

在活化網絡的過程中，生產流程的系統化與模組化重新擴大了臺灣口罩

機業者的產能規模，再度提供其進入國際市場的機會。例如登興機械便從原

本的小型工廠升級至略具規模的企業，而且在 2020年年底，已有美國、加

拿大、墨西哥、巴西、義大利、德國與馬來西亞等 20個國家的政府或企業

跟國內口罩機製造商訂購超過 100台的口罩機（呂正華，2020: 42–43）。臺

灣口罩大廠 K企業也在當時推出客製化的「口罩微型一貫廠」模式，希望能

夠結合包括慶達（生產口罩機）與永宏（生產熔噴不織布）在內的上、中、

下游廠商，對外整體輸出口罩製造設備、原料與技術給不具備口罩等個人防

護設備生產能力的國家（K總）。這樣的發展與想像，是臺灣口罩機產業經

歷 COVID–19疫情之後才有的突破。

不僅如此，工具機業者也透過參與此次增產專案的經驗，改善其生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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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內部原先的運作模式，產業公會的角色也因為居間協調組成「國家隊」而

更加受到重視。時任 TMBA理事長的 J董便向我們提及工具機廠商之間因為

這個專案產生彼此聯繫的機會，大家也開始相互觀摩、相互學習，並且透過

公會的中介協調，讓產業內的同類廠商競爭不再是完全對立，而有合作的機

會，更有助於對外競爭；公會甚至建議政府向國內廠商集體採購高階工具機

作為技職學校教學設備，進行產學合作交流（黃俊榮，2022）。工具機廠商

與產業公會信任關係的建立與合作機會的展開，其實是這個口罩機專案計畫

的非預期結果，但卻間接促成工具機產業生產網絡的再活化。

其次，國家是此次口罩機生產專案的重要行動者：從制訂附帶條件式贈

與、工具機生產團隊組成，到口罩機設備追料，政府官員和研發機構居間牽

線協調，以較為分散化的介入方式，幫助解決許多網絡式生產可能遇到的問

題。26也就是說，經濟部工業局作為第三方角色的介入協調，不僅增進網絡

信任、說服廠商分享資訊，甚至改變對彼此原先的預期看法，減少機會主義

行為的發生。然而這裡的國家角色已不同於早期的發展型國家文獻或者是後

來修正為政府引導產業網絡發展的「鑲嵌自主」觀點，而是更傾向於強調政

治分散化特質與公私網絡協力合作的型態。亦即本文所說的「國家」雖然擁

有分配公共資源的權威，但政府權力在民主社會的行使卻有其限度，必須與

產業相關行動者保持更為平等互惠的互動關係，尋求鑲嵌進臺灣分散式工業

化體系的可能路徑，這也是臺灣與使用威權層級治理的中國最大不同之處。

這種生產協調的多樣可能性，開啟我們對於國家與網絡關係更多元的想像。

最後，臺灣口罩機廠商與工具機生產團隊共組「國家隊」是全球公衛危

機緊急狀態下的產物，但也為了解決 COVID–19疫情帶來的壓力，促成資源

匯聚與網絡重組，構成產業規模提升的條件，並帶來新的市場機會。本文並

不是認為疫情會直接促成臺灣口罩機產業的反轉，但這種不可預期的極端情

境卻帶給我們一些寶貴的啟示：第一，維持本地製造業供應鏈的存在是重要

的，當初如果沒有口罩機廠商留下技術火種，組成「國家隊」是完全不可能

26   另外的例子還包括作為公共研發機構的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在疫情期間，紡綜所除了負
責調查並協調徵收廠商的口罩數量外，口罩關鍵中間層原料—熔噴布的品質檢測也是由

紡綜所把關（魏茂國，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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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這次工具機口罩國家隊的成功組隊經驗，有機會將原本只是因一

次性任務產生的情境式信任轉換成以過程為基礎的人情信任，有助於形塑廠

商日後進行長期交易的基礎。第三，COVID–19這種百年大疫也可以觸發產

業制度變遷，藉機找出打造政府、廠商與公會三方新型態的合作機制，將當

時緊急動員生成的公私協力網絡偶發經驗例行化（routinization），提升臺灣

經濟發展的制度韌性。

這場 COVID–19疫情讓所有人都捲入其中，不論是染疫或未染疫者，都

在生活上受到影響，而口罩的生產也從一開始短缺到及時供給，到現在已有

充分庫存，隨著疫情趨緩，政府也已取消強制民眾佩戴口罩的規定，大家逐

漸回歸日常的生活。然而過去疫情肆虐這段期間，臺灣全民都能有口罩保護

的現象，絕非自然的結果，而是歷經口罩機生產網絡的調整與重組，讓暫時

失靈的網絡能夠快速動起來，進而保護全民的健康。藉由這個案例，本文發

現網絡生產的限制以及可能面對的挑戰，從而深化我們對於網絡活化與生產

協調機制多樣性的理解，不僅展現民主社會回應危機的韌性，也豐富未來臺

灣產業發展方向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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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e-mask shortages presented an emergency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the face of market failure and the government’s 
inability to mobilize hierarchically, quickly scaling up Taiwan’s mask machine 
production network was the key to solving the crisi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government’s conditional gift plan, the active involvement of industry associa-
tions, the empathic experience of manufacturers embedded in Taiwan’s collab-
orative production network, and the situational stress caused by the public health 
crisis all contributed to building collective trust. This not only helped to avoid 
opportunistic behaviors in the process of network restructuring, but also trans-
formed the “motley crew” into a “national team” and promoted the activation 
of the mask machine production network.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coordinated 
varieties of network production. State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s that focu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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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ntralized embeddedness can also promote opportunities for network orga-
nization re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COVID–19, the mask national team, network restructuring, 
production coordination, trust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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